
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
———基于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

蒋光明

【摘要】大规模流行病是否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应如何减轻流行病对收
入分配造成的冲击？既有研究未能充分发掘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异
质性，尤其是未能将国家能力引入讨论。文章指出，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
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但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条件式的，强国家能力有助于
缓和流行病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负面冲击：一方面，强汲取能力为国家有效应对
危机并施行再分配政策提供了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强分配能力有助于增强资
金使用效能，即使在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也能够缓和经济不平等。实证部分
以２１世纪以来发生的五次全球性流行病为样本，构建了跨国面板数据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流行
病与基尼系数的年变化值呈显著正相关，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均负向调节流行
病对经济不平等的边际效应。研究进一步就加强国家能力、降低经济不平等提
出政策建议：一是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加快建设居民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增
强国家信息能力；二是深化税制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
收入分配的作用；三是加强财政纪律和预算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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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剧烈冲击，我们对流行病在宏观经济、国际
政治等领域的影响有了直观认识（王文，２０２１），但对其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影响
所知较少。流行病是否会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能力对于缓和流行病的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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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怎样发挥作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推进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
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明
确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障碍以及未来的努力方向。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能力的两个维度：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前者是国家施
行政策、实现意志的基础，可视为根本原因（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ｕｓｅ），后者则直接
影响再分配政策的执行效果，类似于近因（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ｃａｕｓｅ）。基于对既有文献
的回顾和有关国家能力的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对经
济不平等存在正向的平均干预效应，即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国家汲取能
力和分配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强大的汲取能力和分
配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实证部分聚焦于２１世纪以来
发生的五次大规模流行病，建立了跨国面板数据集（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并运用
统计分析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实证部分主要有三点发现。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发生流行病将加剧
经济不平等，导致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的年变化值上升０ ０６９个单位，约为其
四分之一个标准差。后文将此称为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这种效应在流行病
发生后的两年内较为显著。第二，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对于缓和流行病的不平
等效应存在显著作用，随着国家汲取能力的提高，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逐渐减
弱以至不再显著。第三，给定汲取能力和其他条件，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的
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表明即使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也能够通
过合理配置资金，有效施行再分配政策，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对既有文献形成了有益补充。一方面，关于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
响，既有文献大多基于案例分析和时间序列模型，得到了不尽相同的实证发现，
未对流行病影响的异质性进行充分探讨。而本文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在因果推
断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为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关
于政治因素如何影响灾害应对绩效，既有文献意识到国家能力对于预防和处
理灾害的作用，但对是何种维度的国家能力在发挥作用以及其作用机制语焉
不详。本文进一步聚焦于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重点阐释这两类能力的
作用机制。

余文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第二节对既有文献进行回顾，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节为研究设计，介绍回归模型、变量操作化及数据来源；第四节展示和解
读实证发现，主要包括对各国经济不平等变化趋势的描绘以及统计分析结果；
最后总结全文，讨论实证发现的政策含义。

·３６·

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
关于大规模流行病会对经济不平等产生何种影响，既有研究主要存在三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流行病会降低经济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Ｓｃｈｅｉｄｅｌ
（２０１７）认为，纵观人类历史，几乎只有大规模暴力和灾难才能降低不平等。
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 （２０１６）将流行病和战争、自然灾害并称为降低不平等的“恶性”力
量（ｍａｌｉｇｎ ｆｏｒｃｅｓ），这类事件通过造成破坏甚至导致国家崩溃的方式降低经济不
平等，同时也导致了财富均值的下降。与之相对的是普及教育、税收、社会转
移支付等“良性”力量（ｂｅｎｉｇｎ ｆｏｒｃｅｓ），在驱动经济不平等降低的同时增加社
会财富。Ａｌｆａｎｉ （２０１５）针对意大利历史数据的分析表明，１４世纪黑死病和
１６３０年瘟疫期间，财富不平等均出现明显下降。对此，常见的解释包括瘟疫导
致劳动力稀缺并进而降低了地租工资比（Ｐａｍｕｋ，２００７）、高死亡率导致土地财
产的碎片化分割（Ａｌｆａｎｉ，２０２２）等。总的来看，这类观点主要被用来讨论工业
革命以前发生的流行病（Ａｌｆａｎｉ ＆ Ｍｕｒｐｈｙ，２０１７），这段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均
收入基本没有增长，贫富差距变化主要受外部事件驱动。而进入工业和后工业
时代以后，经济发展和不平等的变化开始受更多系统性的、内生因素的影响，
比如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流行病的冲击有所减缓（Ｍｉｌａｎｏｖｉｃ，
２０１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流行病会提高经济不平等，扩大贫富差距。Ｆｕｒｃｅｒｉ等
（２０２０）、Ｓｅｄｉｋ和Ｘｕ （２０２０）利用局部预测估计（ｌｏ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和
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ｐａｎｅｌ ＶＡＲ）等方法对２１世纪以来发生的大规模流行病
的分配效应进行检验，发现流行病会导致经济不平等加剧，仅受过基础教育的
人口就业率下降幅度显著高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就业率；并且，流行病的冲
击导致经济受损和不平等程度加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而这又会反过来减少
经济产出、提高不平等，因而构成恶性循环。龚六堂（２０２０）对中国收入分配
的数据分析发现，“非典”和新冠肺炎疫情均导致居民收入占ＧＤＰ比重有所降
低，并且对农民工和农民收入的冲击显著大于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冲击，从而加
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流行病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受其他因素调节。比如Ａｌｆａｎｉ
（２０２２）指出，尽管欧洲黑死病导致了经济不平等降低，但对其他流行病的考察
表明流行病的再分配效应受其他变量调节，比如死亡率和制度框架。死亡率高
的流行病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导致经济不平等下降：一是实施有利于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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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分配，二是疾病导致更多穷人死亡。国家在遭受流行病冲击后往往会对相
应制度进行调整，以增强制度适应性，这将主要减缓富人在流行病中遭受的冲
击。此外，即使是黑死病在欧洲大陆造成的冲击也存在异质性，封建制度的强
弱发挥了调节作用：比如，在封建制度较强的欧洲南部，地主能够限制劳动力
流动，通过市场以外的方式阻碍工资上涨；但在欧洲北部，劳动力的人身依附
较弱，劳动力的短缺得以通过市场机制驱动工资上涨（Ｆｏｃｈｅｓａｔｏ，２０１８）。

在既有文献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的关系进行更严谨的
因果推断。本文主要关注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其影响贫富差距的力度和
机制明显不同于前工业化时代。第一，随着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进步，
人类应对流行病的能力显著增强。发生黑死病等短期内造成人口数量骤减的流
行病概率大大降低，难以造成劳动力短缺和工资大幅上涨。第二，穷人和富人
的工作类型出现明显分化，前者更容易受流行病影响。在前工业时代，产业结
构单一，社会流动性较低，不同人群之间的工作模式差异较小。而随着产业结
构和工作类型多元化，人群之间的工作模式存在明显差异，低收入人群的工作
场所较为固定，受流行病传播的影响更大，而高收入人群则能够灵活采用居家
办公等工作方式，所受影响较小。因此，在流行病冲击之下，低收入人群更容
易遭受失业和感染。第三，不同于政府缺少经济调控手段的前工业时代，工业
化以来，政府逐渐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体系，能够采用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流行
病对经济的冲击，这在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和资产价
格泡沫化，使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成本提高，而富人则享受了资产增值收益，财
富不平等进一步拉大（张启迪，２０２１）。综合以上原因，笔者提出以下假设进行
检验。

Ｈ１：工业化时代以来的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存在正向的平均干预效应，即
总体上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二）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
相关文献讨论了政治社会因素与灾害应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学者普遍

认识到，做好灾前防御和灾后纾困工作有利于减轻灾害对社会的负面冲击。比
如，Ａｌｄｒｉｃｈ （２０１２）提出，社会资本对社会韧性极为重要，在灾后恢复中具有
重要价值；Ｐ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３）发现，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有助于防止灾害发生，并
且社区和地方政府的高效运转对于灾害应对必不可少。另一方面，脆弱国家在
灾害应对中的失败愈发受到关注，在一些学者看来，需要着眼于全球视角加强
灾害应对，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帮助脆弱国家加强灾害防御体系
（Ｂｕｒｋｌｅ，２００６；Ｃｏｌｌｉ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Ｎｅｗｂｒａ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近年来，更多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设计，对国家能力在灾害应对中的角色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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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验。Ｌｉｎ （２０１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强国家能力有助于降低自然
灾害造成的人口死亡率，该效应在民主国家以及可预测灾害（如洪水、风暴等）
中更为显著。Ｍｉｚｒａｈｉ等（２０２１）以以色列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为案例，发
现政府的回应性和透明度对于缓解灾害影响具有显著作用。Ｍｃｌｅａｎ和Ｗｈａｎｇ
（２０２１）发现遭受经济制裁的国家倾向于减少用于灾害防控的支出，这加重了灾
害中的伤亡损失。郭凤林和顾昕（２０２０）提出，国家监测能力作为治理体系的
核心要素之一，对于有效防控疫情具有重要作用。顾天安和姚晔（２０２１）基于
美国和德国的案例分析，指出疫情危机会造成市场失灵，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
稳定，政府应建立以风险共担为核心的工资支付分担机制，以减轻疫情对劳动
力市场的冲击。此外，国家能力还对灾害冲击下的社会资本产生影响，强国家
能力有助于缓解灾害对人际信任造成的不利影响，进而促进灾后恢复（Ｃａｒ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在该文献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国家能力对于减轻流行病对收入分配
格局的影响发挥重要作用。现有文献主要从灾害预防和应对的角度讨论国家能
力的影响。但大规模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通常不限于当下，而是长期的、
深远的，那么国家能力有助于缓和这种长期影响吗？目前尚缺乏对此问题的精
细论证，而本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国家能力对于缓解流行病造成的经济不平
等存在积极作用。

国家能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本研究主要关注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的作
用。根据张长东（２０１８：２１１）的观点，国家能力主要对应Ｍａｎｎ （１９８４，２００８）
提出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渗透社会并在其疆域内执行政策的制度性能力。
Ｓｋｏｃｐｏｌ （１９８５）进一步将国家能力界定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提出国家在
不同政策领域的能力强弱有所不同。具体来说，国家能力可划分为汲取、渗透、
规制和分配四个维度（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一方面，汲取能力是其他维度能力的基
础（王绍光、胡鞍钢，１９９３），主要解决政治系统“输入”的问题，在一定意
义上是政策效果的根本原因。由于国家执行各项政策无不需要财政支持，汲取
能力的重要性尤为凸显，它甚至被视为一个国家存续的标志和目的（Ｎｏｒｔｈ，
１９８１；Ｌｅｖｉ，１９８１）。Ｈｅｎｄｒｉｘ （２０１０）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基于对国家能
力的理论分析和其测量指标的因子分析，他发现官僚品质和税收能力在理论和
实证上最能代表国家能力，其中税收能力是国家能力的“必要条件”（ｓｉｎｅ ｑｕａ
ｎｏｎ），与国家能力的主要因子均有密切联系。

另一方面，国家分配能力直接作用于经济不平等，决定了政府能否在促进
分配正义上有效“输出”，是政策效果的直接原因。Ａｌｍｏｎｄ和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７８）
梳理了政治体系面临的五类挑战，包括国家建设、民族建设、政治参与、经济
建设和分配福利。分配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职能之一，而“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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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资源”的能力即分配能力（Ｍｉｇｄａｌ，１９８８）。在王绍光（２００７ａ）看来，国家
汲取能力是再分配能力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二者都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保持协调，
不然便会影响分配公平和社会稳定。长远来看，国家能否合理使用和分配财政
资源，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市场运作绩效和法治能力的提升（Ｂｅｓｌｅｙ ＆
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１１）。现实中，国家自主性的短缺往往制约了其分配能力的提升，使
财政资源过多惠及利益集团，对弱势群体的补贴不足，损害了分配正义（陈周
旺、韩星梅，２０１９），所以强大的国家分配能力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十分重要。

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对于缓解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重要作用。首
先，强大的汲取能力意味着国家掌握了社会资源的分布信息，并拥有获取资源
的制度化渠道，在流行病传播期间能够整合、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有效应对
流行病对社会整体带来的冲击，避免医疗卫生体系遭受挤兑，这是汲取能力的
直接作用。其次，汲取能力还提供了政府再分配所需的资金，汲取能力强，政
府的财政资金通常较为充足，便具备实行转移支付的腾挪空间，这是汲取能力
通过再分配政策发挥的间接作用。最后，在汲取能力一定的情况下，国家分配
能力对于再分配政策的执行效果具有关键影响。如果分配能力较强，国家便能
够合理利用资金，实现收入分配的有效调控，更充分地发挥税收体制的再分配
效应，不然政府便无法识别资金的需求方，甚至在资金分配过程中发生腐败行
为。尤其是考虑到财政汲取对国家能力可能存在负面作用，即过高的税收往往阻
碍经济的长期发展，甚至威胁政权稳定（张长东，２０１４），流行病期间国家汲取能
力的提升空间十分有限，这时强大的分配能力对于高效利用财政资源极为重要。①

据此进一步提出以下有待验证的假设。
Ｈ２：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强大的汲取

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Ｈ３：国家分配能力在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在给定汲取

能力的条件下，强大的分配能力能够显著削弱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作为实证检验，设定如下模型研究流行病暴发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分别检验上文提出的三条假设：
ΔＹｉ，ｔ ＝ αＸｉ，ｔ － １ ＋ βＺｉ，ｔ ＋ μ ｉ ＋ θ ｔ ＋ ε ｉ，ｔ （１）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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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Ｙｉ，ｔ ＝ αＸｉ，ｔ － １ ＋ γＴｉ，ｔ ＋ δ（Ｘｉ，ｔ － １Ｔｉ，ｔ）＋ βＺｉ，ｔ ＋ μ ｉ ＋ θ ｔ ＋ ε ｉ，ｔ （２）
ΔＹｉ，ｔ ＝ αＸｉ，ｔ － １ ＋ γＴｉ，ｔ ＋ σＤｉ，ｔ ＋ δ（Ｘｉ，ｔ － １Ｄｉ，ｔ）＋ βＺｉ，ｔ ＋ μ ｉ ＋ θ ｔ ＋ ε ｉ，ｔ （３）
式（１）中，Ｙｉ，ｔ表示经济不平等，而ΔＹｉ，ｔ是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

不平等的一阶差分值，用来衡量经济不平等程度在一年中的变化。Ｘｉ，ｔ － １是流行
病暴发的虚拟变量（暴发＝ １），为缓解内生性选择滞后一期；Ｚｉ，ｔ是一系列控制
变量；作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同时控制个体效应μ ｉ和时间效应θ ｔ，ε ｉ，ｔ表示随
机扰动项。

在此基础上，式（２）加入测量国家汲取能力的Ｔｉ，ｔ变量以及它和自变量的
交互项（Ｘｉ，ｔ － １Ｔｉ，ｔ），本研究主要感兴趣的是交互项系数δ，以检验国家汲取能
力是否在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发挥调节效应。式（３）在控制汲取能力变量
的基础上，加入国家分配能力变量Ｄｉ，ｔ及其和自变量的交互项（Ｘｉ，ｔ － １Ｄｉ，ｔ），
以检验在给定汲取能力和其他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国家分配能力是否存在调节
效应。

（二）变量测量及数据来源
１ ． 因变量
经济不平等变化值。数据来源于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以下简称ＳＷＩＩＤ），其整合了来自
世界银行、卢森堡收入研究等多个包含不平等衡量指标的数据库，并进行标准
化处理，使其可用于跨国比较，是目前关于收入不平等最全面的数据库之一
（Ｓｏｌｔ，２０２０）。该数据库主要有两个衡量指标：可支配收入（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基尼系数和市场收入（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基尼系数，后者经再分配（税收和转移
支付）调整后得到前者。为便于叙述，后文将两者分别简称为净基尼系数和市
场基尼系数。本研究主要关注净基尼系数的变动，计算其一阶差分值作为被解
释变量；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也计算市场基尼系数的一阶差分值，并纳
入回归模型。
２ ． 解释变量
（１）流行病暴发。借鉴既有研究（Ｊａｍｉ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的做法，本研究聚焦于２１世纪以来暴发的五次全球性流行病，包括２００３年的
“非典”（ＳＡＲＳ）、２００９ 年的甲型Ｈ１Ｎ１ 流感、２０１２ 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
（ＭＥＲＳ）、２０１４年的埃博拉病毒（Ｅｂｏｌａ）及２０１６年的寨卡病毒（Ｚｉｋａ）。之所
以选取这五次流行病，主要是因为其影响范围均较广（最低为埃博拉病毒，在
１０国暴发；最高为Ｈ１Ｎ１，在２０１个国家和地区暴发），且时间分布较为集中，
可比性较强，既有利于缓解遗漏变量偏误问题，也对当下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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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参照价值。如果某国在某年暴发了这五种流行病中的一种，则编码为１，否
则为０。

（２）国家汲取能力。测量指标是基于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的税收占ＧＤＰ
比重，而非全部税收占ＧＤＰ比重，指标构建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
界发展指标（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数据库。第一，税收指标在国家能
力的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并被认为能够准确捕捉国家汲取能力（Ｈｅｎｄｒｉｘ，
２０１０）。第二，对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征税比征收增值税、消费税及关税等间
接税更加困难，因其对于国家而言“可读性”（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更差（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
因此更能够反映出一国的信息能力，而这也正是汲取能力的重要基础。第三，
对收入、利润和资本利得征税更符合再分配的政策导向，这是因为直接税不易
转嫁，且具有累进特性，而间接税易于转嫁，且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等原因
可能具有累退特征，形成收入逆向调节（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３；Ｓｌａ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３）国家分配能力。测量指标为世界治理指数（Ｗｏｒｌ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中的政府效能（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和腐败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这三个指标的平均值。首先，官僚机构作为再分配政策的
执行主体，其质量高低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执行效果（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 Ｋｒｉｓｈｎａｒａｊａｎ，
２０１９），因此对分配能力的度量主要参考政府质量指标。其次，由于分配政策执
行主要涉及需求识别、资金流转等环节，政府部门的效率和清廉程度直接影响其
执行效果，而这三个治理指标能够较准确地刻画这两个特征（Ｆｕｋｕｙａｍａ，２０１４）。
３ ． 控制变量
为缓解因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控制一系列可能同时影响经济

不平等和流行病暴发的变量。参考既有研究（Ｆｕｒｃｅ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的思路，笔者在模型中纳入以下控制变量：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人均
ＧＤＰ、总人口、经济全球化指数、贸易依赖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占ＧＤＰ比重）、
政体类型。其中，ＧＤＰ增长率、贸易依赖度数据来自于世界发展指标；总人口
和人均ＧＤＰ数据来自于麦迪逊项目（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Ｂｏｌｔ ＆ ｖａｎ Ｚａｎｄｅｎ，
２０２０）；经济全球化指数用来测量国家贸易和金融的开放程度，数据来源于ＫＯＦ
瑞士经济机构（ＫＯＦ Ｓｗｉ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ｒｅｈｅｒ，２００６）；政体类型衡量
政体的民主程度，数据来源于政体五数据库（Ｐｏｌｉｔｙ Ｖ）。除ＧＤＰ增长率和政体
类型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取自然对数，以缓解异方差的影响。

经过数据整理，笔者建立了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８年间１２９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库。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值得注意的是，因变量净基尼系数变化值的标准差约
为０ ２６，国家汲取能力的取值介于０和１０之间，国家分配能力的取值介于
－ １ ９和２ ３之间，后文将重点结合这些数据评估调节效应。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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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净基尼系数变化值 ２，６８０ － ０ ０３９ ０ ２６１ － １ ５００ １ ２００

市场基尼系数变化值 ２，６８０ － ０ ０１９ ０ ２７２ － １ ９００ １ ５００

流行病（暴发＝ １） ３，９７２ ０ ０７２ ０ ２５８ ０ １

国家汲取能力 ２，１２９ １ ６３４ １ １２９ ０ ９ ８７９

国家分配能力 ３，５６７ ０ ００９ ０ ９６６ － １ ８９１ ２ ２７１

ＧＤＰ （自然对数） ３，７１５ ２３ ９８０ ２ ３８４ １７ １８０ ３０ ５２０

ＧＤＰ增长率 ３，７３４ ３ ７２４ ５ ２６８ － ６２ ０８０ １２３ １００

人均ＧＤＰ （自然对数） ２，９０７ ９ １０５ １ ２２０ ６ １９４ １１ ９６０

总人口（自然对数） ２，９０７ ９ １９３ １ ６７１ ４ ２６３ １４ １４０

经济全球化指数（自然对数） ３，３４２ ４ ０１２ ０ ２９３ ２ ９９９ ４ ５５０

贸易依赖度（自然对数） ３，４００ ４ ３５７ ０ ６０９ － １ ７８７ ６ ７５８

政体类型 ２，９３４ ３ ９６８ ６ ２６５ － １０ 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实证结果

（一）趋势比较
利用ＳＷＩＩＤ原始数据库，笔者首先对暴发流行病和未暴发流行病的国家的

市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进行直观比较（见图１）。从２００３年的“非典”（ＳＡＲＳ）
到２０１６年的寨卡病毒（Ｚｉｋａ），其间共发生五次全球性流行病。针对每次流行
病，笔者将样本中的所有国家分为暴发和未暴发两组，并计算各组国家在每次
流行病前一年到后一年的市场基尼系数的平均变化值，比如“非典”集中暴发
于２００３年，笔者计算了每个国家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２年市场基尼系数的差值，以此
捕捉这两年间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再对各组分别求平均值。选择市场
基尼系数而非净基尼系数进行对比，是因为市场基尼系数更接近于初始收入分
配，能够直观反映出流行病对收入分配的冲击。

从图１可以看出，尽管自２００８年以后，两组市场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
（即变化值小于０），但相对而言，对于每一次流行病，暴发组的基尼系数变化
值均高于未暴发组，意味着流行病更倾向于推动基尼系数提升或阻止基尼系数
下降。图１ａ展示了“非典”前后两组国家的市场基尼系数变化情况，未暴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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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基尼系数基本无变化，而暴发组的市场基尼系数平均提高了０ ３６。图１ｂ展
示了Ｈ１Ｎ１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市场基尼系数平均下降０ １，而暴发组的
市场基尼系数仅下降０ ０２。图１ｃ展示了ＭＥＲＳ发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的市
场基尼系数平均下降０ ０５５，而暴发组仅下降０ ０１５。图１ｄ展示了Ｅｂｏｌａ发生前
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平均下降０ １，而暴发组仅下降０ ０４。图１ｅ展示了Ｚｉｋａ发
生前后的变化，未暴发组平均下降０ ０４６，而暴发组仅下降０ ０１５。相比之下，
历次流行病暴发的国家都更倾向于发生经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

ａ． ＳＡＲＳ
　

ｂ． Ｈ１Ｎ１
　

ｃ． ＭＥＲＳ

ｄ． Ｅｂｏｌａ
　

ｅ． Ｚｉｋａ

图１　 历次流行病前后市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暴发组ｖｓ未暴发组）
资料来源：Ｍａ等（２０２０）、Ｓｏｌｔ （２０２０）。

（二）统计分析
以上对市场基尼系数变化趋势的组间比较初步表明流行病暴发对于经济不平

等的变化趋势存在影响。然而，由于流行病并非随机分配（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很可能存在遗漏变量、联立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通过统计分析
进行因果推断。在这部分，笔者在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同时控制个体固定效
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实证检验流行病与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之间的关联，以及国
家能力是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１７·

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



回归之前进行相关检验确定适当的估计模型和统计量。Ｆ检验、虚拟变量回
归法（ＬＳＤＶ）和豪斯曼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个体异质性，排除了混合ＯＬＳ回归和
随机效应模型；似然比检验（ＬＲｔｅｓｔ）表明时间趋势显著，应控制时间效应，因
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最为恰当。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均采用
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国家层次。
１ ． 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２。前三列均以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模型（１）

表明，流行病与基尼系数在９５％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
发生流行病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０ ０６９个单位，这相当于其四分之一个标
准差。模型（２）将自变量替换为流行病的滞后两期值，结果表明该变量与净基
尼系数变化值在９９％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正相关，且回归系数提高至０ ０７１，
说明流行病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在流行病发生后第二年导致经济
不平等出现更大幅度的上升。模型（３）将自变量替换为滞后三期，此时与基尼
系数的关系不再显著，但回归系数仍然为正，表明流行病对基尼系数变化值的
影响在第三年出现减弱。这些发现启示我们要重视流行病对收入分配造成的长
期影响，虽然在暴发后第三年的影响有所削弱，但前两年经济不平等加剧已经
足以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美国、印度等国
家均爆发了社会动乱，政治失序风险陡升，其直接原因不一而足，但日益加剧的
经济不平等构成了多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根本推动力量（周强、蒋光明，２０２１）。

表２　 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Δ净基尼系数 Δ市场基尼系数
（１） （２） （３） （４）

流行病（滞后一期） ０ ０６９ — — ０ ０６６

流行病（滞后两期） — ０ ０７１ — —
流行病（滞后三期） — — ０ ０４１ —
ＧＤＰ － ０ １５３ － ０ １５３ － ０ ０８７ ０ ０４８

人均ＧＤＰ － ０ １４０ － ０ １３９ － ０ １９７ － ０ ２１０

总人口 ０ ３８４ ０ ３９０ ０ ３７１ ０ ４０３

ＧＤＰ增长率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９

经济全球化指数 － ０ １９９ － ０ １９８ － ０ ２１２ － ０ ２３１

贸易依赖度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４０ － ０ ０３０ － ０ ０７６

政体类型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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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净基尼系数 Δ市场基尼系数
（１） （２） （３） （４）

常数项 ２ ４３４ ２ ３７９ １ ４６３ － １ ７４１

观察值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５ １，８４２ １，９５５
Ｒ２ ０ ０７０ ０ ０７０ ０ ０５７ ０ ０９３

国家数量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２９ １２９

个体固定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 Ｙ Ｙ Ｙ Ｙ

注：回归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国家层次（篇幅原因未呈现）；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４）进一步以未经税收和转移支付调整的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作为因变
量进行回归，作为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流行病与因变量在９５％的置信水平
下呈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发生流行病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变化值提
高０ ０６６个单位，约为其四分之一个标准差。这与其他模型结果保持一致，表
明流行病既导致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也导致市场基尼系数的变化值提高，
进一步增强了本研究对模型估计结果的信心，为流行病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正
向关联（Ｈ１）提供了支持。

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具有如下启示。首先，总人口与因变量呈显著正相关，
给定其他条件，人口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便提高０ ４个单
位（见表２模型（４）），这意味着人口大国更倾向于出现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问
题。其次，ＧＤＰ增长率、经济全球化程度与因变量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经济发
展、贸易和金融开放有助于缓和经济不平等。这启示我们，一方面，缩小贫富
差距既要着眼于合理“分蛋糕”，也要继续坚持“做大蛋糕”，发展是实现共同
富裕的根基；另一方面，应坚持扩大开放战略，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全球化
秩序中，开放不仅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降低经济不平等、促进社
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最后，政体类型与因变量无显著关联，这表明在控制其他
因素的情况下，不同政体类型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变化无系统性差异，正如下文
将讨论的，国家能力对于再分配和经济不平等更具解释力。该发现呼应了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１９６８：１）的经典论断：“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
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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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汲取能力与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
流行病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异质性？为回答这个问题，笔者

对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３。前四列均以
净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模型（１）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后，流行病主效应
的系数在９９％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而流行病与国家汲取能力的交互项系数
在９０％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与因变量之间存在
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在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为０的极端条件下，流行病发生后，
净基尼系数变化值提高０ １６２个单位，这超过该变量的二分之一个标准差；而
当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为１０时，流行病发生后，净基尼系数变化值反而降低
０ １２８个单位。

由于样本中国家汲取能力的取值在０到１０之间，进一步以国家汲取能力取
值为５为分界线，划分子样本进行回归（见表３模型（２）、模型（３））。模型
（２）对国家汲取能力不高于５的子样本（即弱汲取能力样本）进行回归，发现
流行病与因变量在９９％的置信水平下呈显著正相关，给定其他条件，流行病发
生伴随因变量提高０ １０６个单位。模型（３）对国家汲取能力高于５的子样本
（即强汲取能力样本）回归，发现流行病变量的系数为负且不再显著。这进一步
确认了国家汲取能力在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中发挥调节作用，支持Ｈ２。需要注
意，这里讨论的汲取能力主要体现为对收入、财产和资本利得征税的能力，背
后依靠的是有效的官僚机构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而高度依赖自然资源收入的
“食利国家”（ｒｅｎｔｉ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Ｂｅｂｌａｗｉ ＆ Ｌｕｃｉａｎｉ，１９８７）即使财政收入丰裕，也
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汲取能力，在面临危机时未必能够妥善处理，对此需进行区
分。总之，国家应重点加强汲取直接税的能力，其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财政收入，
还在于强化官僚能力、夯实政权合法性基础。

表３　 流行病、国家能力与经济不平等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Δ净基尼系数 Δ市场基尼系数

（１） （２）弱汲取
能力样本

（３）强汲取
能力样本 （４） （５） （６）

流行病 ０ １６２ ０ １０６ － ０ ０３０ ０ １２１ ０ １１６ ０ ０５６

国家汲取能力 － ０ ０３１ 　 　 — 　 —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流行病×汲取能力－ ０ ０２９ 　 　— 　 — — － ０ ０２１ 　 　 —
国家分配能力 — — — ０ ０１４ — ０ ０２８

流行病×分配能力 — — — － ０ ０４１ — ０ ００９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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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净基尼系数 Δ市场基尼系数

（１） （２）弱汲取
能力样本

（３）强汲取
能力样本 （４） （５） （６）

ＧＤＰ － ０ ２４９ － ０ ２６３ － ０ １２８ － ０ １９０ －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１０

人均ＧＤＰ － ０ ０９０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４３ － ０ １６７ － ０ １１６ － ０ １３９

总人口 ０ ５６２ ０ ５４３ ０ ０６５ ０ ５２２ ０ ６３５ ０ ６７９

ＧＤＰ增长率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１９ － ０ ０１８

经济全球化指数 － ０ ２０２ － ０ ２１５ － ０ ０３０ － ０ １７４ － ０ １６６ － ０ １０５

贸易依赖度 － ０ ０８１ － ０ ０８５ － ０ ０５９ － ０ ０７２ － ０ １５７ － ０ １５０

政体类型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７

常数项 ３ １１１ ３ ６６３ ２ ４５６ ２ ５７７ － ０ ２２６ － １ ０８０

观察值 １，３９４ １，３５６ ５９９ １，３３４ １，３９４ １，３３４
Ｒ２ ０ ０９７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８９ ０ １４１ ０ １３１

国家数量 １０４ １０３ ７５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个体固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注：回归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国家层次（篇幅原因未呈现）； 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１；该表中流行病变量为滞后一期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４）将国家汲取能力纳入控制变量，考察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是否存
在。结果表明，在控制汲取能力和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
和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存在显著负向调节作用，当分配能力取值为－ ２，流行病导
致净基尼系数提高０ ２０３个单位，当其取值为３时，流行病导致净基尼系数降
低０ ００２个单位。这对Ｈ３提供了支持。该发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流行病通
常对经济造成剧烈冲击，居民会陷入失业或收入锐减的困境，市场主体利润下
滑、破产倒闭风险陡然上升。这种情况下，政府不仅不能加大税收汲取力度，
还要推行减税降费等纾困政策，帮助居民和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从而避免系统
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在财政收入面临刚性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将重点放在
提升分配能力上，而分配能力集中体现为资金需求识别的精准化、资金流转的
高效化、资金分配的法治化等，其背后需要较强的信息能力以及高质量的官僚
机构、廉洁作风和法治建设作为支撑。即使汲取能力有限，也能够通过提高资
金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再分配政策的效能。

模型（５）和（６）以市场基尼系数变化值为因变量，进一步识别汲取能力
和分配能力的作用渠道为再分配政策。根据理论预期，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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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流行病与市场基尼系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是因为市场基尼系
数是初次分配的结果，先于再分配政策的调整，此时与汲取、分配相关的因素
尚未发挥作用。回归结果表明流行病主效应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而交互项的
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国家能力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再分配政策发挥调节作用。
只有在实行再分配政策之后，国家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才有助于缓解流行病的
不平等效应。

根据表３中的回归结果，绘制出在国家能力调节下的流行病对净基尼系数变
化值的边际效应（见图２），图２直观展示了国家能力的调节效应及其方向。图
２ａ根据模型（１）绘制，表明当国家汲取能力取值低于３ ５时，流行病的边际
效应显著为正，即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当该值高于３ ５时，流行病的边际效应
不再显著。图２ｂ根据模型（４）绘制，表明当国家分配能力的取值低于１ ５时，
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随着分配能力的提高，流行病的边际效应不再显著。

ａ． 汲取能力的调节效应 　
ｂ． 分配能力的调节效应

图２　 受国家能力调节的流行病对净基尼系数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注：阴影部分为９０％置信空间。

五、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试图解释流行病是否加剧经济不平等以及如何缓解流行病的不平等
效应。以净基尼系数和市场基尼系数年变化值测量经济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本
文发现：流行病在总体上确实会加剧经济不平等的趋势，暴发流行病的国家更
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国家汲取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
调节作用，强大的国家汲取能力有助于缓和流行病对经济不平等的边际效应；
在给定汲取能力的情况下，国家分配能力对流行病的不平等效应存在负向调节
作用，表明即使财政资金面临约束，有效推行再分配政策仍有利于缓和经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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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本研究对于加强国家能力建设、缓解经济不平等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首

先，有效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提高信息能力，一体推进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建
设。标准化征税和规范化预算是有效国家（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的重要标志，也是国
家建构的一体两面，必须同步推进才能形成均衡状态（Ｄｉｎｃｅｃｃｏ，２０１５）。这两
种能力的实现都需要以国家对社会掌握足够信息为前提，即国家需要首先增强
其信息能力（Ｌｅｅ ＆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６）。因此，应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对政务的赋
能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居民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加强部门间信息共
享和整合，破除“信息孤岛”现象。同时，要严格执行个人信息保护法，加强
对公民隐私信息的保护，处理好建设国家能力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

其次，深化税收制度改革，适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合理分配税负。目前，
我国税收体系仍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和消费税约占税收二分之一，而个人所
得税占比不足十分之一，对财产税的征收力度更低（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１）。间接
税的征管难度较低，但在现实中具有一定累退特征，税负过多地被转移至中低
收入者，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形收入分配结构。在构建以国内
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稳步推进共同富裕的
背景下，需要稳步推动税制结构转型，合理调整税负分布，尤其要增加对财产
和资本利得征税，适当降低资本收入比（Ｐｉｋｅｔｔｙ，２０１３），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
消费。当然，调整税制结构是个长期过程，需要稳步推进，在危机解除、经济
企稳之前，仍应严格落实减税降费，尤其是及时给予低收入者、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确保民生和就业不受影响。

最后，加强财政纪律和预算监督，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要强化官
僚系统建设，提高政府分配能力，必须建立现代预算制度。一是要统一财政账
本，二是加强预算监督（王绍光，２００７ｂ）。具体而言，要在将土地出让金划归
税务部门征收的基础上，持续推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设，促进地方财政规
范化，降低债务风险。疫情暴发以来，中央财政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直
达市县基层，用于支持地方落实“六稳” “六保”任务。需要进一步跟踪监管
资金使用效果，既要自上而下加强对资金流转的全过程监管，也要提高财政透
明度，接受社会广泛监督，更好发挥转移支付惠企利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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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吗？◆


